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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將先說明此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其次說明政治社會化理論的意涵與

整理相關的國內外文獻。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的女性議題從 1970 年代呂秀蓮推動第一波女權運動後，揭開了序幕，

她提倡新女性主義，主張「先做人，再做男人或女人」，李元貞則在 1982 年成立

了「婦女新知」雜誌，繼續推動婦女運動，以提倡兩性平等的社會。2000 年呂

秀蓮當選成為第一位女性副總統後，女性議題更是蓬勃發展，已成為研究的主

流。現今社會中，兩性的教育程度已趨於均等，但傳統社會中「男主外、女主內」

的性別分工、「男怕入錯行、女怕嫁錯郎」以及「職業婦女」這身份代表著無法

兼顧工作與家庭的憂慮，甚至女性得隱藏自己的工作能力，以免事業上的成就破

壞了家庭的和諧等觀念，仍然隱藏在社會大眾的心理。性騷擾、校園暴力、婚姻

暴力、雛妓與色情泛濫等現象更是普遍地存在於社會當中。這些現象都顯示出女

權運動仍有持續發展的空間，以消弭根植於社會和文化基層的兩性不平等關係。 

在學術研究發現上，不少研究指出了兩性在政治定向及行為上的差異，教育

程度的提高，確實改變了女性的學習機會，使她們具有能力獲取更多的資訊來瞭

解外在世界，進而要求兩性更為平等的角色。但，仍有相當多的資料顯示，即使

控制了教育程度，兩性在某些政治態度上仍存有顯著的不同。（陳文俊，1994；

黃秀端，1996）顯示台灣在歷經三十餘年的女權運動以及一連串的憲政改革之

後，兩性之間仍存有差異。從國內的政治社會化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小學

的階段，男女學生的差異並不顯著；（袁頌西，1972）但從中學階段開始，兩性

間的政治態度差異漸漸增大；（陳文俊，1983）到了大學階段，男女大學生對政

府情感、民主信念、政治功效意識等部份項目上雖然沒有顯著差異，但在政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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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政治興趣和政治參與傾向上的差異則極為顯著，（陳義彥，1979）因此，我

們很有理由相信兩性政治定向的差異有相當部份是由政治社會化過程得來的。

（劉義周，1994：149） 

雖然實證研究已發現兩性在政治定向和行為上確有差異，但鮮少研究者就性

別差異的部份作深入地探討，因此，本文擬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依據政治社會

化理論來比較兩性於政治定向和行為模式上的異同，並分別就政治社會化媒介和

人格特質等因素作詳細地解釋，以及比較各個媒介間的影響力，試圖找出能解釋

個體於成年期政治定向和行為存有性別差異的原因。 

 

 

第二節  政治社會化與相關的文獻 

此一小節將先說明政治社會化的涵義；其次分成三部份整理國內外相關的文

獻，包括：家庭、學校和大眾傳播媒介等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定向和行為的影

響，人格特質對政治定向和行為的影響以及整理有關政治定向和行為的相關研究

結果。 

 

一、政治社會化的涵義 

早在古希臘時代，政治社會化即受到思想家的重視，如 Plato在其「理想國」

（The Republics）一書中，將公民教育及政治教育視為培養哲學家皇帝的重要工

具；Aristotle亦強調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認為教育能訓練人民行使公民權的能力

以及守法的習慣。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戰爭帶來的恐怖，刺激了學術界聯

想到古代思想家的啟示，因而對政治教育或公民教育加以重視，此為現代政治學

推動政治社會化研究的背景之一。（易君博，1975：115）再者，其它學科如人類

學、精神分析學和社會學也早已注意到幼童時期的經驗將會影響個體成年後的人



 3

格發展，但從前的學者對於社會化的研究，多集中於兒童的社會學習歷程（social 

learning process），而不大注重成年人的社會學習經驗。（袁頌西，2003：340）直

到 1959 年，由社會心理學家 Herbert H. Hyman 和政治學家 Lucian W. Pye正式提

出此一概念後，才開啟了以量化的方式呈現政治行為與政治社會化之間的關係。 

Hyman 運用政治社會化的概念，研究個人政治態度與行為的根源與發展，

他認為「人類的政治行為必然是經由早期的學習而來，而且是歷久持續存在的，

否則非旦不會產生任何規律，甚至會造成混亂。」（1959: 17）而 Pye（1959）則

是強調政治社會化對政治系統穩定與變遷的重要性，認為政治社會的存在與維持

有賴社群成員對它的認同與支持，因此，政治社會化的目的即在於使新一代的成

員對其所屬的政治社會產生認同感。前者強調的是個體層次，後者強調的是總體

層次。 

政治學者對於政治社會化的界定，亦可依這兩個層次歸納為兩類主要的界

說。第一類即以個體層次來定義政治社會化者，其強調個體獨特的成長，而人類

在這種成長的過程中，逐漸獲取自我認同，能夠表現自己，並以自己的方式尋求

個人獨特的需要與價值。（陳義彥，1979：4）這種界說以 Greenstein（1968: 551）

所提出的為代表：「（關於政治社會化）的一個廣義瞭解，它涵蓋了人生各種階段

中的一切政治學習，不論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計劃的或非計劃的，都概括在其

中。換言之，此種政治學習，不僅包括明顯的政治學習，亦包含非政治性的學習，

如有關政治的社會態度之學習及有關政治人格特質之獲取，只要具有影響政治行

為的作用，都包括在內。」簡而言之，即易君博（1975：119）所言「凡足以影

響人的政治行為的一切學習過程，即是政治社會化的過程。」 

第二類界說則是以總體層次來定義政治社會化者，意含著社會塑造個體使之

合乎先存的模式，或從政治系統的需要來看政治社會化（陳義彥，1979：4），以

Langton及 Almond為代表。Langton（1969：4-5）定義政治社會化為「社會將其

政治文化從上一代傳遞至下一代的過程」，認為社會將政治態度、政治認知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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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評價等三大要素，透過政治文化的機制，如家庭、同儕團體、學校、成人組織

及大眾傳播等媒介物，傳遞至下一代。許多學者亦認為，在研究新興國家的政治

發展時，政治社會化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如何去重新塑造其公民的政治定向，如

培養對新國家的認同，以及對民主制度的擁護等，（陳義彥、陳陸輝，2004：7）

是當權者的首要之途。另外，Almond（1960:27-28）則認為「政治社會化是將人

們引進政治文化的過程，其終極產物，是一套對政治系統、其中角色、與擔任這

些角色之人的態度，如認知、評價及感覺等；它也包括對政治系統輸入及輸出的

認知、評價及感覺等。」 

整體而言，政治社會化一方面是國家政治文化的傳承歷程，也就是社會將它

的政治文化從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的過程；另一方面則是社會中的個人學習政治

知識、政治情感與政治信念的過程。（Dawson & Prewitt, 1969）陳義彥（1979：4）

也強調這些界說的共通點在於「一各家學者皆承認政治社會化是政治知識、態

度、價值與行為的學習；二為政治社會化並非與生具來的，而是一種歷經長期累

積的學習發展過程。」 

早期研究政治社會化的學者多強調兒童期經驗的重要性，如 Hyman（1959: 

2-5）與 Greenstein（1965: 3），他們認為早期的學習會一直持續到成人期，成人

行為中最重要的政治定向可追溯到兒童期的學習經驗。但 Sigel認為這些研究過

份重視了兒童期學習經驗的重要性與不變性，而忽略了個體在生命週期中是不斷

學習的事事，因此她主張成人期的政治社會化是相當值得研究的（Sigel, 1966: 

17-8，引述自陳義彥，1978：7）。而Weissberg（1974: 24-5）曾提出三種模型，

以說明早期政治學習與成年期政治態度和行為之間的關係，其中的「近因模型」

（recency model）即顯示愈接近成年期的學習經驗，其影響力以及對政治的關係

愈大，這個模型最適於解釋成年人對特殊問題的見解，以及其政治參與的行為，

許多未成年期所不能瞭解或解釋的事件和經驗都都可能是成年期政治學習的重

要內涵。而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大學生，所欲瞭解的範疇即其政治定向和政治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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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到大學期間各種政治社會化媒介和人格特質的影響，探討的主題即個體成年

期的經驗，透過這部份的分析，希望能瞭解造成兩性在成年時期政治定向和行為

差異的原因。 

 

二、國內外相關文獻 

1960 年代，美國政治學界對政治社會化的研究達到了高峰，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 Easton 和 Dennis（1969）所提出的「系統持續理論」（systems persistence 

theory）；60 年代至 90 年代，則有 Jennings與其同事以中學生、學生的父母以及

相關教師為研究對象，分別在 1965 年、1973 年、1982 年和 1997 年做了四波固

定樣本連續研究，這筆資料可說是政治社會化中相當重要的系列研究，它們提供

了豐富的實證資料。而他們探討的主題包括世代之間政治態度的傳遞、不同政治

世代政治態度的持續與變遷、社會重大事件以及生命歷程對個人政治態度的影

響，對於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具有相當的啟發性以及突破性。（Beck and Jennings, 

1975; Jennings and Markus, 1984; Jennings and Niemi, 1974、1975、1981; Niemi and 

Jennings, 1991; Jennings, 2002） 

國內對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則以袁頌西和易君博為始祖，他們將此概念引進了

國內的政治學界，而袁頌西（1971）的「兒童與政治──台北市國小兒童政治態

度之研究」一文被認為是國內學者第一篇政治社會化的實証研究，研究發現孩童

的政治定向特別是認知定向會隨著年齡與年級的增長而增加，且最早知覺到的是

政治人物，其次才是政治結構與政治歷程。其隨後又陸續發表了多篇以小學生為

研究對象的論文1，研究家庭因素對兒童政治功效意識的影響。1968 年前後，則

有外籍學者 Rosenberg（1970），Appleton（1970a、1970b、1973）和Wilson（1970、

                                                 

1 見袁頌西，「家庭權威模式、教養方式與兒童之政治功效意識：景美研究」，思與言，10卷 4
期，1972；「我國家庭政治化與少年政治功效意識之研究（上）（下）」，思與言，11卷 5、6期，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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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分別以大學生、中學生及小學生作研究，為日後政治社會化的熱潮拉開

了序幕，不少學者和研究生紛紛以學生或一般民眾為研究對象，探討此一課題，

而大學生身為社會的中堅份子和未來的菁英，以他們為主題的研究更是不勝枚

舉。（陳義彥，1979；彭懷恩，1978；陳忠慶，1980；林嘉誠，1980；隋杜卿，

1986；黃淑慧，1985；田秀萍，1987；苗天蕙，1991；洪淑女，1995；陳文俊，

1998；黃秀端，1998；許禎元，1998；張卿卿，2002a）但早期的研究在研究方

法和理論建構上多有缺失，大部份皆為非隨機性的抽樣，且樣本數鮮少超過一千

（陳義彥、洪永泰、盛杏湲，1991：4），部份研究則考慮到成本的問題，研究對

象也僅侷限於某個地區或某些學校，範圍過於窄小，以致於無法作整體的推論。

較有系統性的研究則首推陳義彥（1979、1985、1991）以及陳文俊（1997、1998）

的相關研究。 

另外，在政治社會化相關的研究中，以性別為主要探討者只佔少數，且多以

質化的方式研究女性菁英，或以學校教育（包括教師態度、教科書內容以及教室

互動氣氛等）為研究範疇。其餘的研究僅將性別當作基本的人口變項以作控制，

在解釋上多以描述性的統計來詮釋，未見更深入地探討。再者，許多的相關研究

皆屬於片面性的調查，即研究家庭對子女的影響，或者學校對學生的影響等，鮮

少將這些因素作整體性的觀察。事實上，個體態度的形成與變遷，絕非是一個因

素或是單一社會化媒介所能決定的，而是受到多種因素所影響的。（袁頌西，

2003：369） 

除了家庭、學校和大眾傳播媒介等社會化機制的影響外，Forman（1961）

認為人格特質也是瞭解社會化過程的一項很重要的變項，使我們解釋行為可基於

數目較少的人格特質，而非複雜的外在環境。根據我國心理學家楊國樞（1971）

對「人格」的界定，人格為「個體與其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獨特

的身心組織，而此變動緩慢的組織使個體在於適應環境時，在需求、動機、興趣、

態度、價值觀念、氣質、性向、外形及生理等方面各有不同於其他個體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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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定義，本研究亦將人格因素納入分析，並且假設個人獨特的人格將造成兩性

政治定向和政治行為上的差異。 

因此，文獻檢閱的部份將分成三部份來討論：第一部份整理家庭、學校和大

眾傳播媒介等環境因素影響個人政治定向和行為的研究；第二部份為人格特質與

政治定向和行為間的相關研究；最後一部份則整理國內外政治社會化文獻中關於

政治定向和政治行為的研究結果，並強調兩性在這方面的異同。 

（一）政治社會化媒介之相關研究 

政治社會化即社會透過政治文化的機制來進行，這些機制包括任何人、機

構、事件、或其他的根源，從這些根源，個人獲取對政治如何思想與行為的暗示，

（Ｍanheim, 1975: 52）因此政治社會化是經由許多社會機構或媒介來進行的。而

這些機構有些是為傳遞政治價值、發展政治意識、與支持某特殊目的所作的政治

安排而成立的，例如政治青年團、政黨、學校教育中的公民和政治教育課程；但

有些政治社會化過程是在非政治性的機構中進行的，這些機構常在從事其他活動

時，無意中傳遞政治的規範、態度與價值，如家庭、友伴團體、職業、宗教或社

會團體，這些團體大多不是為政治目的而組織的，但對個人政治觀點的形成，卻

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因為政治學習常是一種非政治的因素在無意中所造成的結

果。（Dawson & Prewitt, 1969: 99） 

由上述可知，政治社會化的媒介相當多，但根據前人的研究，以家庭、學校、

友伴團體、大眾傳播媒介及重要政治事件等，對個人政治定向的發展與政治行為

的影響較為重要。而本文僅針對其中最重要的三項，包括家庭、學校及大眾傳播

媒介等，作深入地分析，以下茲就這三個政治社會化媒介作一簡單介紹： 

1、家庭：  



 8

家庭是政治社會化的初始機構，亦是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最重要的機構。

（Elkin, 1960: 46-7; Hyman, 1959:51）因為個體在可塑性最高的兒童時期，第一

個接觸到的政治社會媒介即家庭，且與家庭的接觸機會最為頻繁，他們透過家庭

來觀察這個世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在家庭的單一影響下，由家庭成員尤其是

父母親，習得各種知識與行為，包括政治定向的學習。就如同 Davies（1970: 117）

所言「個人在還沒有像成人一般參與政治之前，家庭塑造了個人的政治人格，使

其能以特殊的方式來思考政治問題及採取政治行動」。再加上，家庭是個彼此關

係親密的團體，在家庭中所培養的親屬關係是個人所有關係中最密切的，因而在

此時所習得的政治觀點也是最強烈和持久不變的，是個體往後建立政治學習的基

礎。（林水波，1973：29-34） 

而兒童亦是透過家庭來學習性別角色，女生以母親為模仿對象，男生則以父

親為典範，使其行為模式符合社會的期待，兩性所表現的行為、興趣以及在社會

大眾心裡的圖像並不相同。（Elkin, 1960: 53-6）傳統的社會中，男尊女卑的觀念

主導了華人社會幾千年的歷史，女性一向被禁錮在私領域當中，排除於政治這個

公領域之外，因此，即使兩性平等運動已高喊多年，我們也只能說這個運動仍有

努力的空間，它依然是個進行式，不可能短期之間就完全扭轉了這個深植於社會

大眾心理的觀念。透過於傳統社會長大的父母親之教養，以及孩童對父母親的角

色學習，將使得新生代的兩性在政治定向上仍有差異。 

家庭對於個體政治態度的養成之所以重要，在於家庭生活有助於個體日後對

權威的態度的形成，例如參與家庭決策的經驗，會增加他的政治功效意識、政治

互動的技能，也可能使他們在將來成年時，更可能積極地參與政治活動。（袁頌

西，1969：25）甚至家庭中非政治性「權威模式」（authority pattern）的經驗，

也可以類化到政治領域上，（Echstern, 1973: 1142-61）國內外已經有許多學者証

實了家庭的確對個體的政治定向有重大的影響力。Hyman（1959: 72）在研究中

即發現，父母和子女的政治態度和價值觀大體上是相互一致的。許多的資料亦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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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家庭影響了個人的政治參與傾向，（Beck & Jennings, 1982; 陳義彥，1979：

131-4；陳義彥等，1991：72-8；苗天蕙，1991），父母親對政治的興趣或參與政

治活動的頻率，以及個人在家庭中參與決策的程度等都將刺激個人的政治興趣、

政治功效意識和政治參與傾向等，因此政治人物往往出身於政治世家，從小耳濡

目染，較容易對政治產生濃厚的興趣，進而參選，走入仕途。而所謂的「家庭政

治化」（family politicization）即父母的政治興趣、討論政治以及參與政治活動的

程度（Langton, 1969: 144），從陳義彥等（1991）的研究顯示，家庭因素中家庭

政治化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與多項政治定向有關聯性，顯示家庭政治化程度

愈高，其政治參與傾向和政治功效意識等也愈高。且家庭政治化對政治參與的影

響是不分男女的，（陳義彥，1979：133）女性在政治定向方面普遍有較消極的表

現，也許意謂著其對家庭政治化的認知也較低。 

但 Jennings和 Niemi於 1965 年、1973 年和 1982 年所作的連續樣本調查中

則顯示，父母親和子女之間除了政黨認同的一致性相當高外，其它的政治定向間

則不若一般學界所認為。（Beck & Jennings, 1991: 742-9）關於家庭是否為所有政

治社會化媒介中最具影響力者，學界尚有爭論，但個體在形成自身的態度與行為

時，家庭的因素一定是不可抹消，即便個人在成長後受到了家庭以外的媒介影

響，成年後甚至離開了原生家庭，家庭對個人的政治定向仍有一定程度的影響

力，其原因就在於個人於離家前與家庭成員的相處最為頻繁，關係也最為密切，

而這種影響力往往是最持久的，因此家庭作為政治社會化媒介之一，的確有其研

究的重要性。但從過去的國內研究，我們也發現，就大專生而言，以大眾傳播媒

介的影響力最大，其次為學校，家庭和同儕團體的影響力較小，這顯示出就五專

和大學的階段而言，學校和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力的確大過家庭。（陳義彥等，

1991，123-4；段盛華，1988：164） 

2、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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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個人年齡的增長，家庭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所負擔的責任漸漸減少，而

學校所負的責任則增加了。學校以其制度的特殊及具有統一和較易控制的特性見

稱，因此每一個國家均在其既定的政策、相標和政治理想的指引下，透過學校教

育的歷程，去塑造個體的政治信仰及政治人格，形成個體在政治上的行為定向及

模式（林水波，1973：13）。相較於家庭的對個體潛移默化式的影響力，學校有

部份的政治社會化過程是屬於有意識、有計劃的，即公民訓練和政治教育課程，

其目的是培養孩童成為良好的公民，以及教導政治相關知識；而學校對個體的另

一部份影響力，則是無意識的、偶然的，因為學校就如同社會的縮影，師長與學

生的互動，將影響學生日後對權威性人物的情感和政治功效意識，課外活動的參

與，則將影響個體成長後對政治活動的參與度。 

就學校和政治社會化的關係而言，Patrick（1977: 193）認為包含了四個主要

層面：（1）政治知識，（2）智慧能力,（3）政治參與技巧，以及（4）政治態度，

而其共同的目標就是培養民主的公民，以下將分別說明學校與政治定向、政治參

與之間的關係。首先，在政治學相關課程方面，其對政治知識的培養有相當的助

益，且亦能提高政治參與的傾向，但與政治信任感則呈現負相關，而與政治功效

意識之間則無顯著的關聯性，（陳義彥，1979：148-9；陳義彥等：1991：86）其

中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與政治知識和政治參與之間的關聯性更是不分性別的。

（陳義彥，1979：148）這顯示出學校有意識地影響個體政治社會化的部份的確

有其成效。而學校除了正規的課程外，另有課外活動和社團組織，這些非正規活

動的參與有助於學生日後適應成人的政治世界，增加其政治參與的傾向，和磨練

其政治參與的技巧，透過活動的運作過程，提早瞭解實際社會。Beck 和 Jennings

（1982）利用 1965 年至 1973 年的固定樣本連續訪問資料，証實除了家庭因素外，

個人於學生時期的課外活動參與亦能有效地直接解釋其成年後的政治參與；

Verba、Scholzman和 Brady（1995: 416-460）的研究中也有同樣的發現。國內學

者陳義彥的研究中除了顯示出社團活動和政治參與的關聯性外，社團活動亦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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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功效意識呈正相關，（陳義彥，1979：154-7；1991：85-6）其中社團活動和政

治參與的關係是不分性別的，但與政治功效意識的關係，則僅有女生組顯著，（陳

義彥，1979：156）原因可能在於男大學生的社團活動參與普遍都很積極，因此

顯示不出差異。而黃信豪（2003）的研究除了再度証實修習政治相關課程和社團

活動的參與與政治參與之間有顯著的關聯外，還提出了「學校功效意識」一新概

念，並發現學校功效意識對於政治功效意識有相當的解釋力，兩者之間具有正向

的因果關係，顯示個體對學校體系的自我認知影響能力與學校體系的回應力高，

將提昇其對政治體系的功效意識。 

從以上的整理我們知道，學校之於學生就如同小型的政府一般，是另一種權

威體系，其管理模式、與學生的互動模式，都將影響學生日後對政治體系的態度

與行為，顯示學校在個體政治社會的過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相較於將家

庭視為最重要的政治社會媒介的學者們，Verba認為學校是個人政治態度的主要

來源，其影響力大過家庭；Hess和 Torney（1967: 107-32）在將家庭與學校兩相

比較後也發現，雖然家庭在個體社會化的過程中也許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在政治

定向方面，學校才是最重要的政治社會化媒介。需注意的是，並沒有單一的政治

社會化媒介能夠很明顯地影響或支配所有的政治定向（陳義彥，1979：227；陳

文俊，1983：307；Jennings & Niemi, 1974: 319），因為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是歷久

而持續的，在兒童時期也許家庭是最重要且唯一的政治學習媒介，但在進入正規

教育後，個體又受到了學校的影響，進入青春期後，同儕的影響力亦不小，大眾

傳播媒介的影響力更是不容忽視，因此唯一能肯定的是，家庭、學校和大眾傳播

媒介等三個媒介都是個體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它們分別在不

同時期、對不同的政治定向有重大影響，但絕不是獨一的，更不具有壟斷性的影

響力。 

3、大眾傳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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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終其一生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早期家庭、學校和同儕團體扮演了相

當重要的角色，但由於現代社會快速的變遷，往往早期習得的價值觀念或行為模

式，不能適用於現處的社會環境當中，因此後期的政治社會媒介的影響力也不容

輕忽，而大眾傳播媒介就是其中之一，能同時傳播統一和標準的政治訊息給多數

的民眾，其標準化的特性足以產生全國一致的行為模式。（Hyman, 1963: 143）但

大眾傳播媒介的重要性並沒有一開始就受到研究政治社會化學者的重視，直到

1968 年 Greenstein在「國際社會科學大辭典」一文中，開始探討大眾傳播媒介及

其效果，以及 Chaffee, Ward, 與 Tipton在 1970 年代的實證研究中證實了大眾傳

播媒介對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後，才逐漸開啟了學界對大眾傳播媒介的研究。 

就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而言，Ranney（1971: 19-50）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具有

形成公意和提供意見表達的功能，在科技高度發展的國家中，能直接或間接地影

響大多數人基本定向或意見的形成；Pye （1963: 6-7）則認為大眾傳播媒介能提

供社會大眾政治活動的內涵、將個人的行動轉化為社會的行動、提供大眾政治理

性的基礎、提供資訊給社會大眾使其得以探究正在進行的政治行動，以及得以檢

視其領導者等等。而大眾傳播媒介的目的就是分享環境的共同知識、對新進人員

施以政治社會化、娛樂社會分子以及獲取政策上的共識。（Schramm, 1969：21） 

大眾傳播媒介對政治社會化過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是政治知識，實證研究顯

示大眾傳播媒介的確能增加民眾的政治知識，（Schramm, 1964: 127-44）Chaffee

等學者在 1970 年代所作的研究亦證實，就政治知識而言，大眾傳播媒介在政治

社會化中相當重要，而不僅僅是扮演著增強原有意見的功能，它是政治消息的重

要來源，補充了人際溝通的管道，也是個人政治成長的影響機構。（Chaffee et al., 

1973：407-9）國內的學者在選舉期間所進行的研究也發現大眾傳播媒介的使用

與選民的政治知識有顯著相關，（翁秀琪、孫秀蕙，1994；孫秀蕙，1995；張卿

卿，2002a）但不同媒體對政治知識的影響則不盡相同，除電視和報紙新聞外，

新興媒體（包括地下電台、電話叩應 call in和電腦網路 bbs或是 www）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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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則無顯著關聯；（孫秀蕙，1996：94-5）而學者們對電視媒介使用亦有分歧

的研究發現，因為若只測量電視的「媒介曝露量」（media exposure）2，常會得

到與政治知識亳無相關（Quarles, 1979）或呈現負相關的結果，（Becker & Whitney, 

1980）所以測量時應同時包括媒介曝露量與媒介的注意程度。 

關於大眾傳播媒介與政治定向之間的關係，近年來許多學者認為選舉期間的

負面新聞報導，造成了社會大眾的政治信任感和政治參與傾向降低，Patterson

（1993）就曾嚴厲地批評大眾傳播媒介的價值觀朝向了“反政治＂的偏見發展，

總是批評政府和質疑政治人物的人格，並將政黨描寫為負面的，這些行為使得社

會大眾變得過度憤世嫉俗，降低了政治知識。因此不論是政治學者或政治傳播學

者近年來均將媒體的變項列為重要的自變項。其中，在政治信任感方面，Lipset

與 Schneider（1987）的研究顯示大眾傳播媒介對傳達政府的績效而影響民眾的

印象上扮演了重要角色；Moy 與 Pfau（2000）的研究則證實了大眾傳播媒介確

實會使得民眾對民主體制產生信心危機，且不同的媒介來源會產生不同程度的信

任；但 Bennett等學者（1999）則發現，雖然民眾的媒介暴露量和對政府的信任

並沒有顯著相關，但媒體的注意程度和對政府的信任呈現顯著正相關。而國內學

者陳憶寧（2002）針對負面新聞框架影響閱聽人的研究中也發現，負面新聞的閱

讀量對政治憤世嫉俗3確有影響，讀得愈多，愈是憤世嫉俗。但另一方面，彭芸

（2002）的研究則顯示選民對媒體的選舉新聞之負面評價、以及對媒體選舉新聞

的注意程度並未影響其對政治人物、立法、司法及政黨的信任；張卿卿（2002b）

的研究亦顯示至少在 1998 年台北市市長選舉期間，媒體並不是造成台灣民眾對

政府的信任逐年降低的導因。由以上的文獻討論，我們可以發現國內外學者針對

媒體因素影響政治信任感這主題的結論或同或異，並無定論，且國內研究大多是

                                                 

2 「媒介暴露量」的測量通常是詢問民眾收看電視或閱讀報紙等大眾傳播媒介的頻率。而密西政

治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 簡稱 CPS）於 1979 年開始將媒介暴露和對媒介內容

的注意程度區分開來。 
3 「政治憤世嫉俗」即 Cynicism，政治學一般用法較常譯為「犬儒」，另外也有學者翻譯為「政
治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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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競選新聞為研究焦點，因此無法將研究結果過度延伸。 

除了政治信任感外，政治傳播學者也常探討媒體因素與政治功效意識之間的

關聯性。實證研究發現，媒介曝露量能增加民眾的政治功效意識；（Norris, 1996）

但於選舉期間所作的研究則發現媒體的負面報導，會降低選民的政治功效意識，

並進而影響到選民的投票意願，（Cappella & Jamieson, 1997）因為相較於一般的

新聞，競選新聞較常使用負面導向或以策略為主軸的報導，這樣的報導形式常被

批評為導致政治功效意識降低與政治懷疑增加的主要肇因。（張卿卿，2002c：38）

國內學者張卿卿亦針對這主題有或同或異的發現：其於 1998 年台北市市長選舉

期間所作的研究，並未發現不同框架的競選新聞會生差異的負面效果；（張卿卿，

2002b）但於 2000 年總統大選所作的研究，則顯示報紙新聞的曝露量和電視新聞

的注意程度的確會降低選民的內在功效意識。（張卿卿，2002a）其後於 2002 年

時，脫離選舉情境，探討大學生的政治定向與政治媒介之間的關係，發現「政治

媒介曝露量」與「政治媒介參與」都會提升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識與政治參與，

且其測量的政治媒介項目除了包含傳統的報紙和電視外，還加入了政論性雜誌、

網路及政論性談話節目等，以符合研究的主體。（張卿卿，2002c）基本上，國內

外學者針對媒體因素和政治功效意識的研究，其結果皆相同：選舉期間，媒介的

曝露量會降低受試者的政治功效意識；非選舉期間，則反之。因此，本文亦將假

設媒體因素與政治功效意識有正向的關係。 

媒體除了影響政治定向外，學者們的研究亦發現媒介曝露量會影響選民的政

治參與。Norris（1996）研究即顯示，民眾接觸電視媒介的時間的確會降低其政

治參與的程度，但深入探討後發現，民眾接觸的電視媒介內容不同，政治參與的

程度也將有所差異，較常收看聯播網新聞以及政論性節目的民眾，也較常致力於

參與政治活動；報紙的曝露量亦如同電視媒介的內容能提高民眾的政治參與。在

國內，地下電台亦佔是重要的因素，能促進選民的政治參與。（黃秀端，1995）

另外，從陳義彥（1979：167-9）的研究發現，電視政治媒介的曝露量與政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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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政治參與和政治功效意識都有關聯，而且除了電視政治媒介的曝露量僅對男

生組的政治功效意識有顯著外，其餘的關聯性都不分性別。 

由以上可知，環境因素與政治知識、政治信任感、政治功效意識和政治參與

之間皆有顯著的關聯性，因此本研究將假設性別在家庭政治化的看法、學校學習

情形、學校功效意識、媒體的使用情形和參與方面有差異，且將造成彼此於政治

定向和行為上的不同。 

（二）與「人格因素」相關的文獻 

Forman於 1961 年最早提出將人格因素納入政治社會化的理論作探討，但在

政治學界並未受到重視，甚至受到許多批評，直到 1975 年另一學者 S. A. Renshon

於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一文中，再度強調

了人格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重要性。僅管學界對於人格因素的意見並不一致，

但已有許多實證研究証實政治定向受到了人格的影響。（Greenstein, 1969；陳義

彥，1979；黃淑慧，1985）因此，本研究挑選了「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和「個人現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兩個對政治定向深具影響

力的人格因素來作探討，以下簡單地回顧下相關文獻。 

1、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權威性人格的研究，起源於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Forman和Maslow的著作。

戰後，心理學家嘗試分析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是否與某種心理傾向相關。對權威性

人格的大規模研究，首推 1950 年由 T. W. Adorno所領導的柏克萊研究小組，他

們將研究成果寫成了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一書，定義權威性人格為一種

有組織的態度體系，特別表現在對權威感的態度上，並發展出一套用以測量權威

性人格程度的「F 量表」，（Adorno et al., 1950）許多學者即以此量表來探討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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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格與政治行為的關係。五○年代可說是權威人格的顯學時期，爾後逐漸退

潮，直到九○年代世界各地再度爆發多起種族間的互相殘殺，才又逐漸為學界所

重視。關於權威性人格的意涵，Adorno 等學者歸納出以下九點特質：（1）傳統

主義（conventionalism），一陳不變地接受和依附於傳統的價值觀念，並拒絕接

受合理地改變；（2）權威性服從（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完全信服於團體的

權威或經過理想化的道德權威，以感情而不以理性接受指令；（3）權威型的侵略

性（authoritarian aggression），易譴責、排擠和懲罰違反傳統習俗者，並排斥異

己；（4）反對主觀想像（anti-intraception），態度嚴肅且輕視生活中的感覺與想

像，對知識與理性採取抗拒態度；（5）迷信與刻板印象（superstition and 

stereotype），相信宿命觀點，一切聽天由命；（6）權力與固執（power and 

toughness），重視權力與處事強硬，易於有權勢的人物相認同；（7）破壞性及憤

世嫉俗（destructiveness and cynicism）；（8）具投射力（projectivity），易將自身

的沮喪挫折，投射到社會公認的異端，加以攻擊以滿足自我情緒；（9）對性的偏

執（preoccupation with sex），對性的事件常表現誇張的態度。（Adorno et al., 1950: 

228） 

在人格因素與政治定向的研究方面，國內學者多以學生為研究對象，且以大

學生居多。陳義彥於 1979 年的研究中發現，權威性人格與政治功效意識呈現負

相關，愈傾向於權威性人格者，其自認為影響政治過程的能力愈低，原因可能是

由於權威性人格較強的人，往往具有「權威性服從」的心理，因此自覺缺乏理解

和影響政治決策的能力。（陳義彥，1979：179）但權威性人格卻與政治信任感呈

現正相關，因為此種人格特質具有認同權威人物，並完全信服於權威的本性，因

此他們對於政府機構或政治官員的信任感較高。另外陳義彥等（1991：97-100）

的研究亦顯示出，男大學生的權威性人格高於女性。若依此結果推論，則女性的

低權威性人格應有助於政治功效意識的提昇，但這與事實並不相符，因此有必要

於研究中再多加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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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人現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 

 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都致力於經濟發展，逐步邁向工業化與現代化

之路，而現代化又造成了社會、國家與個人的現代化。對於個人現代化是社會現

代化的因或果，學者們沒有一個定論，較周延的看法是一種雙向因果的觀念，即

認為社會現代化與個人現代化可以互為因果，而且不同國家在不同發展階段的情

形也有所不同。（楊國樞，2002：330） 

探討個人現代化內涵的學者，將此等內涵稱為「個人現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係指現代化社會中個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態度、價值取向、認知和

思考的模式，是現代社會的因或果。（Inkeles, 1966; Inkeles & Smith, 1974）較具

規模的實証研究則以 Inkeles 和 Smith（1974）為主，他們以一套標準化的量表

來測量六個發展中國家的成年人，以探討現代化過程對個人所造成的影響；另一

學者 Kahl則於 1968 年以巴西和墨西哥成年人為研究對象；此外，還有多篇以單

一國家或社會為研究範圍的論文，其中包括楊國樞等人（楊國樞、瞿海源，1974；

楊國樞，1981、1985；Yang, 1986）對台灣的中國人現代性之探討，這些學者們

皆得出了一系列個人現代性的特質，而綜合這些相關研究，Yang（1988：77）將

其統整為大約 20項的心理與行為特徵4。 

關於現代性人格與政治定向的部份，過去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個人現代性與政

治知識呈現正相關，卻與外在政治功效意識和政治信任感呈現負相關，這或許是

因為大學生理想較高，對政治社會有很大的期望，然而現實的政治，使他們無從

著力，因此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低落，且對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的言行有較強烈的

                                                 

4 楊國樞（1988：77）綜合過去的研究，整理了約 20項的個人現代性特質，包括（1）反宿命論；

（2）與親屬的關係較為薄弱；（3）平等主義的態度；（4）以開放的態度對待革新與變遷；（5）
性別平等；（6）成就動機；（7）個人主義取向；（8）獨立自恃；（9）積極參與；（10）寬容與尊
重異己；（11）認知和行為上較有易曲性、彈性；（12）未來取向；（13）心理上的變異；（14）移
情能力；（15）對資訊的需求；（16）冒險性；（17）不受法律所支配的傾向；（18）將教育從宗教
信仰中分離；（19）喜愛城市生活；（20）渴望教育和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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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滿5。（陳義彥等，1991：107）另外，個人現代性亦能影響個人的政治參與傾

向，個人現代性的提昇，有助於政治參與傾向的提高。（陳義彥等，1991：106；

黃淑慧，1985：132-3）這顯示出現代化的推展和個人現代性的提高，將使得兩

性在政治參與上的差異漸漸減少。最後，本文最關切的一點是，陳義彥等的研究

顯示出女大學生的個人現代性高於男大學生，雖然差異性不大，但可以看出大學

女生似乎有強烈掙脫傳統權威社會的束縛。（陳義彥等，1991：104）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的研究皆發現：個人現代性與權威性人格呈現負相關，

（陳義彥，1979：203；隋杜卿，1986：100）且台灣地區大學生的權威性人格有

明顯下降，而個人現代性上昇的趨勢。（陳義彥等，1991：97-100）。顯示台灣在

經濟發展、社會現代化、大眾傳播媒介愈來愈興盛，且政治愈來愈開放和民主的

時代，權威性人格將逐漸地淡化掉，而個人的現代性則愈趨明顯。 

雖然權威性人格與個人現代性的概念及量表都源自於西方學界，但在國內方

面楊國樞、瞿海源等學者對中國人的研究已有重大成就，後續許多關於人格方面

的研究皆以此為基礎。本文測量權威性人格的量表將選自楊國樞所修訂的 F 量

表，個人現代性的測量亦將採自楊國樞所編製的「個人現代性量表」。以這兩種

量表來探討人格因素是否為造成性別差異的根源。 

（三）政治定向和政治行為之相關研究 

首先，必須要說明政治定向和政治行為的定義。就 Easton和 Dennis（1969: 5）

的定義而言，定向（orientation）係指感知（perceptions）、情感（affect）和評價

（evaluations），其中感知又包含認知（cognitions）和知識（knowledge），而情

感包含感覺（feelings）和態度（attitudes），評價則是包含價值（values）和規範

（norms）。因此政治定向（political orientation）相對於外顯的政治行為，其為內

                                                 

5 陳義彥等人（1991）的研究中所測量的「政治效能感」，與本文中所定義的「外在政治功效意

識」相同，亦指涉個人認為其政治行動對於政治歷程一定有或者能夠有所影響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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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的心理取向，本研究中政治定向包括政治知識、政治信任感和內、外在政治功

效意識等。而政治行為（political behavior）即為內在認知、情感和思想的具體表

現，係指公民參與政治事務的實際作為，透過參與試圖影響政府的決策。但政治

行為的範疇在不同的社會、不同的時空環境下將有所差異，就本文而言，係指於

選舉期間，勸說他人、參與造勢活動、配戴旗幟和擔任競選工作人員等政治參與

的行為。 

1、與「政治定向」相關的文獻 

近年來，有愈來愈多的學者將研究焦點放在政治認知這部份，而其中最基本

的就是政治知識（political knowledge），透過政治知識的測量，我們可以瞭解民

眾政治練達（political sophistication）的程度。政治練達即選民對政治密切的關注、

吸取了資訊、對一些特定的議題立場有見解，並且瞭解一些訴求。（Sniderman et 

al., 1991）但政治練達為認知面的概念，無法直接觀察得知，因此大部份的學者

透過政治知識、政治興趣和政治參與等變項，來測量民眾的政治練達度，政治知

識即為政治練達的面向之一。 

民眾擁有充份的政治知識，被認為是民主國家中選民做政治判斷、採取政治

行動的重要條件，乃是民主政治的要素，而教育使得民眾有能力與機會獲取政治

資訊，是政治知識來源最重要的因素。（黃秀端，1996：27-8）政治知識的內容

包含所有與政治系統和政治過程有關的概念，例如政府制度、政治人物、政府機

關的功能、政策、候選人的政見和民主政治的概念等等，唯有對這些政治概念有

基本的瞭解，才能做政治判斷，構成政治行動。 

影響政治知識最關鍵的因素即教育，（Bennett, 1995; 黃秀端，1996）教育程

度愈高者愈有能力獲取政治資訊，因此對政治的認知就愈豐富，學校教育能使學

生接觸到大量的資訊，尤其是公民教育或政治課程的學習。僅次於教育的就是性

別，教育對女性政治知識之提昇確實有很大的貢獻，但有許多學者發現即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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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教育程度，男女在政治知識上仍存有差異；（Bennett，1995； Nadeau， 1995；

田秀萍，1987；苗天蕙，1991；段盛華，1988；陳義彥，1979；黃秀端，1996；

陳義彥等，1991；劉義周，1994）黃秀端（1996）甚至更進一步控制了對選舉的

興趣、媒介曝露量、媒介注意程度以及參與團體和選舉等因素，企圖找出性別差

距的原因，卻仍無法有效地解釋，但文中發現省籍是影響婦女政治知識的重要變

項，大陸各省籍婦女的政治知識最高，其次為閩南，最後為客家，顯示族群文化

內容本身對婦女可能產生影響。 

而在政治定向的研究中受到最多學者囑目的是政治功效意識 6，依照

Campbell, Gurin, 與Miller（1954：187）的定義，政治功效意識（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是人們認為「個人認為其政治行為對於政治過程必定有或者能夠有所

影響的感覺，亦即個人認為履行公民責任（civic duties）是值得的。它是一種感

覺，認為政治與社會的改變是有可能的，而身為一個公民可以扮演相當的角色來

促成這樣子的改變」。而 Balch（1974：24）則建議依照 Lane的說法將政治功效

意識更細分為「內在功效」（internal efficacy）或稱為「輸入功效」（input efficacy）

及「外在功效」（external efficacy）或稱「輸出功效」（output efficacy）兩個面向。

前者是指個人相信自己擁有能力去瞭解政治事務、認知政治過程的全貌，以及參

與政治活動並產生影響的程度；而後者則指涉個人相信政府官員對於人民需求有

所回應與重視的程度。（Balch, 1974；Craig, 1979）且國內學者吳重禮以統計方法

証明了政治功效意識一概念並非單一的面向，而是包含了內、外在政治功效意識

兩個層面。（吳重禮，2000）美國許多學者皆認為，政治功效意識是若干政治定

向中，影響美國選民政治參與的關鍵性因素，（Conway, 1991: 41; 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 79, 141-5）一般來講，政治功效意識愈高者，其政治參與的程度也

愈積極，因此政治功效意識是政治定向中相當重要的一項。 

                                                 

6 關於”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一詞，國內學者翻譯的詞彙並甚多，包括「政治功效意識」、「政

治功效感」、「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效力感」等多種，本文統一以「政治功效意識」論述。 



 21

在性別與政治功效意識方面，Almond 比較五國的研究發現：美、英兩國女

性成年人有高於男性的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但內在政治功效意識則較低；西德、

義大利和墨西哥的女性則不論在內在或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上都低於男性。國內相

關研究中，袁頌西（1974a）發現政治功效意識的性別差異已存於小學和中學階

段，女學生顯著低於男學生；辜淑琴（1986：108）的研究顯示不論是內在或外

在政治功效意識，都沒有性別差異的存在；但苗天蕙（1991）則發現女大學生的

外在政治功效意識7顯著高於男性，其次，比較 1975 年和 1991 年的資料，1991

年的女大學生之內在功效意識8顯著低於 1975 年，顯示隨著社會樣貌的多元化且

複雜化，女性自認掌握國家大事的能力不若從前；而黃信豪（2003：16-7）以 2001

年的資料作分析，又有不同的發現：在控制環境因素後，女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

效意識顯著高於男大學生，但外在政治功效意識較低（雙尾檢定，p<.1），表示

女性在自認能瞭解政治事物與過程的能力上高於男性，但自認為可以影響政府和

政策的能力則小於男性。而在其它將內、外在政治功效意識視為一體的研究中，

對於性別與政治功效意識的關係亦沒有一致的定論。（段盛華，1988；張妮秀，

1982 ；陳秋燕，1994）因此整體而言，政治功效意識應存有性別差異，但差異

的方向如何，則不一定，未控制其它因素時，女性的內在政治功效意識較低，外

在政治功效意識則較高。 

另外，常與政治功效意識相伴出現的就是政治信任感（political trust）。政治

信任感即人民對政府的信心，當人民對政治權威具有相當程度的信任時，就會相

信權威當局會遵守法律並為人民謀福利；相對地，當人民不信任權威當局時，給

                                                 

7 苗天蕙將 1991 年的資料以因素分析處理後，其中的五道題目被命名為「政治能力感」，但並不

包括上面所提到的「政府及政治這類事太複雜了」一題。其測量題目包括：「只要經常提出意見，

像我們這樣的人也能影響政府的作為」、「對於政府的決策，我一點也沒有能力」、「我認為政府會

考慮我們對政府的態度與看法」、「我覺得在政治上，除非碰上好的機運，一個人很難有發展」、「選

民和公職人員之間，沒有什麼可靠而值得信賴的關係」等。以其內容判斷，應屬於「外在政治功

效意識」的意涵。  
8 苗天蕙（1991）於文中是以「政治能力感」論述，其中 1975 年的測量題目為「國家大事太複

雜了，一般人民是無法瞭解的。」1991 年的題目則為「政府及政治這類事太複雜了，我常常無

法了解。」而這兩題題目皆符合「內在政治功效意」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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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執政者的裁量權將會相對地縮小，且會處處限制裁量者，以確保自身的利益不

受執政者的侵犯。（陳義彥、陳陸輝，2002：67）從六○年代迄今，由於美國學

者發現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正逐年快速地下降，（Abramson, 1983; Hetherington, 

1998; Rosenstone & Hansen, 1993: 147-50）因此政治信任感成為政治學界研究的

焦點。Miller等認為這將可能導致激烈的政治行為和急速的政治變遷，並進而挑

戰整個政權存在的正當性（Miller, 1974a、1974b）；然而，Citrin則認為這可能只

是反映了對現任執政者的不滿，而不是對國家政治典則制度的評價，因此政治信

任感的下降並不會對體制造成衝擊，（Citrin, 1974）反而是給新任民選官員一個

改革的機會。（Citrin & Green, 1986）而學者們之所以如此關注這個焦點，在於政

治信任感與民主政體的合法性基礎息息相關，（盛治仁，2003：141；陳陸輝，2003：

157）實証研究亦証實，當民眾的政治信任感低落時，對於實施民主政治的評價

或是展望，也會抱持著較為負面或是悲觀的看法。（陳陸輝，2003：175） 

國內相關研究方面，陳陸輝（2002）運用長期的調查資料發現，從 1992 年

至 1998 年民眾對執政多年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信任感逐步下滑，2000 年政權和

平轉移後，民眾的政治信任感則有顯著的提昇。但盛治仁（2003）則發現，若將

政治信任感區分為政策制定、可信度和政府官員的操守三個面向來看，民眾在不

同面向上呈現出相當不同的模式，在可信度和政府官員的操守方面，不論在政黨

輪替前後，都是呈現滑落的趨勢。在影響政治信任感的因素方面，陳陸輝先後發

現政治世代、教育程度、職業、政黨認同、統獨立場以及對過去經濟評價等都是

影響政治信任感的重要變項，控制這些變項後，性別僅在 1992 年和 1998 年有顯

著差異，女性的政治信任感在 1992 年稍低於男性，但於 1998 年稍高於男性，到

了 2001 年，則不昇反降了（但統計上未達顯著水準）；（陳陸輝，2002、2003）

盛治仁（2003：133-8）亦得到相似的結論，女性僅在部份面向上有顯著高於男

性的政治信任感；且發現政黨認同與政治信任感之間有相當明顯的關係，顯示「受

訪者回答相關問題時⋯反應的是黨派立場而非抽象式的政府概念」。（盛治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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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319）另外，在政治信任感與投票行為的關係上，國內的學者皆發現選民

的政治信任感愈高，愈傾向支持執政黨的候選人，（林嘉誠，1984；周進發，1986；

陳義彥，1993；陳陸輝，2002）因此，政治信任感是執政當局應當重視的民意指

標之一，如同 Citrin和 Green（1986）所言，能給予執政當局一個彌補的機會。 

2、與「政治行為」相關的文獻 

在本研究中，政治行為即以政治參與來測量之。「政治參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一詞被用於指涉許多事務，學者們對於它的定義並不一致，陳義彥

等（1991：68-9）將之歸類為兩大類，第一類是將範圍侷限於公民企圖影響政府

的實際行為，Nie和 Verba （1975: 1）即認為政治參與是指涉「個別公民的合法

行動，這些行動的目的，多少直接影響政府人事甄選或政府人員所採取的行動。」

這個界說只將政治參與限定在實際行動，而不包括參與的動機、態度、興趣等心

理的定向，範圍也只著重於政府，而不包括其它領域，例如家庭、學校等，另外，

非體制內的及不合法的參與也被排除在外，例如暴動、暗殺、抗議等。（Nie & Verba: 

2-3）另一類說法的範圍則較為寬廣，並不單指影響政府的實際行為，還包括態

度、觀念、動機等心理定向，因此政治參與為「包括簡單、普通，且容易的活動，

如投票、討論政治，探求消息，對政治感到興趣，以及參與政治組織。」（Palma, 

1970: 2-3）而本研究採第一類的說法來探討大學生的政治介入。 

就影響政治參與的因素方面，陳義彥於 1979 年的研究顯示家庭政治化、在

校活躍程度和學校權威模式對大學生的政治參與傾向有顯著性的直接影響，尤以

家庭政治化的影響最大；其後，又發現大眾傳播媒介亦是造成影響的重要因素，

其重要性甚至大過家庭和學校。（陳義彥等，1991）黃秀端（1995）研究 1994

年省市長的選舉，也發現除了動員因素外，收聽地下電台也相當重要，它能激起

選民的熱情而參與選舉的活動，因此，就環境因素而言，大眾傳播媒介是影響政

治參與相當重要的因素。另外，許多研究顯示，控制了教育程度後，男性仍比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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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較高的政治參與傾向。（段盛華，1988；陳義彥，1979；陳文俊，1983）但

這種情況可能會隨著時間的遞增而有所改變，因為從黃淑慧（1985）和苗天惠

（1991）兩人的研究中發現，僅管女學生的政治參與傾向較弱，但涉入競選活動

的程度較從前高。 

因此，本文擬透過政治社會化的理論來比較兩性於政治定向和行為模式上的

表現，有別於過去研究對於性別因素的概括性論述，以彌補量化研究的不足；再

者，大樣本與運用統計等研究方法亦可與其它的質化研究互補，驗証其所提出來

的觀點，這將是此篇論文的目的與貢獻。 


